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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碳”目标政策协同效应的
量化评估与优化路径

李 鹏

摘 要  通过建立包含碳排放双控、碳排放权交易、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金融等政策

在内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各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协同作用，结果表明：相比单一碳

价政策，多工具政策组合的边际减排成本大幅降低，福利进一步改善，表明中国“双碳”政策

体系具有较强的协同性。这一优势源于不同政策工具的互补性：碳定价机制提供基础减排

激励，可再生能源补贴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绿色金融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产业政策推动结构

调整，可以共同应对减排过程中的多重市场失灵问题。然而，当前碳价水平低于理论最优水

平，也制约了长效减排机制的形成。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的碳政策不应局限于国内视角，

而宜置于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综合考虑。通过加强国际协调，引入碳边境调节机制，推动碳

市场互联互通，可以提高政策有效性，降低边际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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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使中国成

为全球碳中和承诺的关键践行者。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的背景复杂多元。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形

势日益严峻，《巴黎协定》要求各国采取更加积极的减排行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和第

二大经济体，面临着国际减排压力与国内转型发展的双重挑战。“双碳”目标的提出既是中国负责任大国

形象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需要。“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的关键起步阶段，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政策体系。政策实践呈现

出总体规划与专项政策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协调的特点。然而，随着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各

项政策的协同性、有效性以及经济成本等问题仍需深入研究，亟须建立科学的评估框架，分析各项政策

的实施效果、识别政策间的协同或冲突关系，为“十五五”时期以及未来的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碳

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需要理论支撑，以寻求最优政策组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碳排放双控（总

量与强度控制）、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金融等多种政策工具的动态一般

均衡模型，系统量化评估各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协同关系。研究突破了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单一政策

工具的局限，揭示多元政策如何共同应对减排过程中的多重市场失灵问题。本文在中国情境下量化证

明多工具政策组合较单一碳价政策具有显著优势，为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撑。此外，本文还将分析视角

从国内拓展至全球，通过模拟国际碳市场互动与碳泄漏效应，考察中国“双碳”政策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

下的溢出效应，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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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从研究现状看，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协同，包括碳排放双控、碳交易、可

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金融等。这些工具的经济后果备受关注，不仅涉及减排效果，还包括对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碳排放双控政策旨在直接实现减排目标，其有效性已得到一定验证，相关

研究肯定其减排的有效性［1］ （P20-38），但其经济成本和技术进步驱动下的长期效应研究相对较少［2］ 

（P379-398）。从碳交易政策看，其成本效益存在争议：一方面，碳交易政策通过激励技术创新降低排放，

能够有效降低边际减排成本，且未显著损害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试点市场受限于区域分割和碳

价机制缺陷，总体减排效果不及预期［3］ （P912-924）。上述矛盾可能源于研究方法（如模型假设）和数据

尺度（如行业覆盖范围）的差异。此外，虽然碳税在中国尚未正式实施，但其潜在经济后果已被广泛讨

论。碳税通过引导技术变革有效降低碳排放，而其长期经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收入再分配

机制［4］ （P152-174）。国内研究则更关注实施可行性与经济代价评估，有研究发现，碳税对能源密集型行

业的产出和就业构成威胁，进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5］ （P30-44）；也有研究认为，通过合理设计的碳税

政策可以缓解经济负面冲击，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6］ （P9-13）。

从产业政策影响看，可再生能源补贴通过降低清洁能源生产成本，形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效应，减

少碳排放，但该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较为复杂，既有正面效应［7］ （P142-162），如平均每投资100万美元可创

造约 7.5个就业岗位［8］ （P440），也有潜在扭曲。同时，绿色金融政策也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9］ （P60-

72）。其内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污染企业的约束效应，该政策会促进污染企业调整自身能源

结构，降低碳排放；二是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促进了污染企业开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基于企业异质

性视角，绿色信贷政策对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影响存在分化：大型企业倾向于增加减排投入，而中小

企业因融资约束可能选择缩减规模［10］ （P2-16）。

综上所述，碳排放双控、碳交易、产业政策（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金融等政策的经济后果在减排

效果和经济影响上呈现复杂特征。碳排放双控和碳交易在短期内可能增加经济成本，但长期看通过技

术进步等可实现增长与减排的共赢；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金融则更依赖政策设计和配套机制，其经济

效应因行业和区域差异而异。上述政策覆盖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手段，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

中国“双碳”政策体系的核心特征，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手段（碳排放双控）与市场手段（碳交

易）互补；二是直接约束（碳排放双控、碳交易）与间接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绿色金融）并行。然而，上

述研究多聚焦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部效应，缺乏在统一分析框架下对多种政策工具协同机制的量化评估，

也较少从一般均衡视角考察政策间的交互影响。

二、政策框架

中国“双碳”政策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性政策框架，本部分系统梳理中国“双碳”政策体

系的基本框架，包括核心政策工具的设计逻辑、实施机制及其特点，为后续模型构建和政策效应评估奠

定基础。

（一） 顶层设计政策

“1+N”政策体系中的“1”是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该文件作为顶层设计，明确了“双碳”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确立了分

步走战略。“N”则包括《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及电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重点行业的专项实施方案，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政策矩阵。这一政策体系具有三个显著

特点：一是系统性，覆盖从国家战略到行业实施的各个层面；二是战略性，设定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

中和的阶段性目标；三是协同性，统筹减污降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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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碳排放控制政策

2020年以前，中国主要以能耗双控（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为核心，辅以重点行业碳排放限额等

措施。能耗双控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变化，其政策局限性

逐渐显现，例如，能耗指标无法直接反映碳排放情况，尤其是当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例提高时；不同能

源品种的碳排放系数不同，单纯控制能耗无法精准引导低碳转型。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

控制为辅的制度”，标志着政策导向开始转变。2021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

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逐步将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十四五”期

间，中国设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13.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的约束性指

标，并将其分解到各省区市和重点行业。这类政策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特征，通过行政手段直接限制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在短期内能够快速发挥减排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灵活性，这类政策可能导致较高的

经济调整成本。

（三） 碳交易政策

碳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上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碳交

易市场建设始于2011年，当年颁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选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等作为首批试点地区。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首批

纳入电力行业2162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

年底，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配额6.3亿吨，成交额430.3亿元。2025年3月，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入

全国碳市场，覆盖比例从40%提升至60%以上。在配额分配方式上，主要采用基于行业基准线的免费分

配方法，这与欧盟碳市场的做法存在差异。

（四） 产业政策

本文涉及的产业政策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补贴、高耗能行业投资约束等。这些政策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促进低碳转型。例如，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通过价格激励与市场保障机制加速清洁能

源替代，早期以固定电价补贴、税收优惠、全额保障性收购为核心，有效降低了风电、光伏项目的投资风

险与成本。2015年后推行“竞价上网”与“平价上网”政策，逐步实现补贴退坡，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效率。

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不仅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主导者，还为氢能、储能等新兴领域的技术

突破奠定了基础。对高耗能行业实施投资约束政策，通过限制高碳产业的投资增速，引导资源向低碳领

域流动，推动行业整体能效提升。“十四五”期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固定上

网电价补贴逐步向竞价补贴、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市场化机制转变，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政

策思路。

（五） 绿色金融政策

绿色金融政策涵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多元化工具。这些

政策通过优化资金配置，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低碳产业和项目，为“双碳”目标提供资金保障。2021年，中

国人民银行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提供的贷款按一定比例提供低成本资

金，有效撬动了社会资本投入低碳领域。在绿色债券方面，2021年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统一

了绿色债券标准，并排除了化石能源项目，使其与国际标准更加接轨。在绿色信贷方面，原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绿色信贷纳入银行考核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支持力度。此

外，中国还建立了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包括统一绿色项目分类标准、环境信息披露规范等，为金融机构识

别和支持绿色项目提供了明确指引。

总体上，中国“双碳”政策体系呈现出从传统行政命令型政策向市场机制型政策转变的趋势，为多政

策工具组合的建模分析提供了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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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为系统分析不同碳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和政策组合的最优性，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和

环境外部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以微观主体的优化行为为基础，通过均衡条件刻画宏观经济

运行规律，能够捕捉政策冲击的一般均衡效应和动态调整过程。

（一） 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包含家庭、企业、政府三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刻画碳政策的经济传导机制。

1. 家庭部门

模型中的代表性家庭不仅关心消费和闲暇，还考虑环境质量对福利的影响。其效用函数设定为：

U = ∑t = 0
∞  Bté

ë
êêêê
C1 - σ
t1 - σ - χ L1 + η

t1 + η - ω E1 + μ
t1 + μ

ù

û
úúúú （1）

其中，Ct是消费，Lt是劳动力供给，Et是环境质量恶化程度（与碳排放正相关），B是主观贴现因子，σ、η和

μ分别是消费、劳动力和环境的弹性参数，χ和ω分别是劳动力和环境效用的权重参数。ω E1 + μ
t1 + μ表示环

境恶化带来的福利损失，参数ω衡量了家庭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μ则决定了环境损害边际福利损失

的递增程度。

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PtCt + St = WtLt + rtKt + Tt （2）
其中，Pt是价格水平， St是储蓄， Wt是名义工资率，Lt为劳动力供给，rt、Kt分别为资本收益率、资本存量，

rtKt为资本收入，Tt是转移支付。

家庭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包括：

劳动力供给条件：χLηt = Wt

Pt
C-σ
t ，表明劳动力的边际效用等于实际工资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欧拉方

程：C-σ
t = BC-σ

t + 1 (1 + rt + 1 )，描述了家庭跨期消费选择的最优条件。资产积累方程：At + 1 = (1 + rt )At +
WtLt - PtCt + Tt。

2. 生产部门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类异质性企业，根据生产技术分为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两类。企业 i的生产函

数为：

Yi,t = Ai,tK α
i,t Lβi,tM 1 - α - β

i,t （3）
其中，Ai，t表示企业 i在 t期的技术水平，且满足A低碳，t > A高碳，t，以反映低碳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

参考相关研究的思路［11］ （P52-101），设定初始值A低碳，0 = 1.2A高碳，0。Ki，t、Li，t和Mi，t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能

源投入，α是资本份额，β是劳动力份额，1 - α - β是能源份额，本文设定α = 0.4，β = 0.5，能源份额为

0.1。此外，本文引入资本动态积累方程：Ki，t + 1 = (1 - δ )Ki，t + Ii，t。其中，δ为资本折旧率，参考相关研

究［12］ （P1253），设定中国资本折旧率0.06；Ii，t为企业 i在 t期的投资。

3. 内生技术进步与减排

本文考虑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过程，反映研发投入对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

Ai,t + 1 = Ai,t (1 + gi + ψRi,t ) （4）
其中，gi为基准技术进步率，Ri，t为研发投入，ψ为研发效率参数。对低碳企业，设定g低碳 > g高碳，以反映低

碳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现实。

企业 i的碳排放函数设定为：

Ei,t = (1 - ζi,t )γiM θi
i,t （5）

其中，ζi，t表示企业 i的减排技术水平，γi为排放强度参数，θi为排放的能源弹性参数。该设定是气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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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广泛采用的设定方式。

将内生化技术升级对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示为：

ζi,t = 1 - 1
1 + χi Aσμi,t H ωA

i,t
（6）

其中，χi为行业特定参数，σμ为技术对减排的弹性，ωA为知识存量弹性，Hi，t为减排投资积累的知识存量，

满足：

Hi,t + 1 = (1 - δH )Hi,t + ξRabatei,t （7）
其中，δH为知识折旧率，ξ为研发效率，Rabatei，t 为减排技术研发投入。这一设定使减排不再仅依赖于抑制产

出，而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实现。

进一步，本文刻画政策对技术升级的长期影响：

Ai,t + 1 = Ai,t [1 + gi + ψRi,t + η (Amax,t - Ai,t )/Amax,t ] （8）
其中，Amax，t为 t期经济体的最高技术水平，这里η为技术追赶参数，设定为0.2。这允许技术落后的企业通

过模仿和技术扩散赶上先进企业，同时也形成了技术进步的内生驱动机制。

企业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Vi,0 = E0∑t = 0
∞  βt [ PtYi,t - WtLi,t - rtKi,t - PMt Mi,t - Ccarboni,t - Φ( Ii,t,Ki,t ) ] （9）

其中，PMt 是能源价格。碳成本项 Ccarboni，t  根据政策机制选择参数 λ ∈ { 0，1} 确定：Ccarboni，t = (1 - λ)τtEi，t +
λpct (Ei，t - Ēi，t )。pct 是碳价，

-E i，t是免费分配的碳配额。当 λ = 0 时，采用碳税机制，此时 Ccarboni，t = τtEi，t，碳
交易项为零。这确保了碳税与碳交易不同时施加。Φ( Ii，t，Ki，t ) = ϕ

2 ( Ii，tKi，t - δ ) 2Ki，t为资本调整成本函数，

ϕ为调整成本参数。

4. 政府部门

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各类碳政策，其预算约束为：

Gt + Srt + Tt = (1 - λ)τt ∫Ei,tdi + λpct ∫max(Ei,t - -E i,t,0)di + Bt - Rt - 1Bt - 1 （10）
其中，Gt是政府支出，Srt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等式左侧是政府支出，包括一般性支出、可再生能源补贴和

转移支付；右侧是政府收入，包括碳税收入、碳配额拍卖/交易收入和政府债务变动。这一设定反映了碳

政策能够同时实现减排和提供财政收入的目标。

假设政府遵循简单的财政规则：

Tt = ϕB (Bt - -B ) + ϕG (Gt - -G ) （11）
其中，ϕB和ϕG是政策参数，ϕB < 0，-B和

-G分别是政府债务和支出的稳态水平。这一设定确保了财政的长

期可持续性，同时允许短期灵活调整。

5. 碳排放约束

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由各企业排放之和决定：

Et = ∫Ei,tdi （12）
为实现“双碳”目标，碳排放路径需满足约束：

Et ≤ E2021 (1 + gt ) （13）
其中，gt随时间变化，在碳达峰前为正，达峰后为负。根据中国“双碳”目标，gt将在2030年前由正转负，

至2060年，排放路径约束要求∏s = 0
t (1 + gs )趋近于零。这一排放路径约束是连接环境目标和经济行为

的关键机制。当约束绑定时，碳排放成为稀缺资源，产生影响经济运行的“碳价”。

6. 均衡条件

商品市场出清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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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 Ct + It + Gt + NXt + ACt （14）
其中，Yt = ∑i

 Yi，t 为总产出，Ct 为总消费，It = ∑i
 Ii，t 为总投资，Gt 为政府支出，NXt 为净出口，ACt =

∑i
Φ ( Ii，t，Ki，t )为总调整成本。在封闭条件下，NXt = 0。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Lt = ∑i
 Li,t （15）

资本市场出清条件为：

Kt = ∑i
 Ki,t （16）

碳配额市场出清条件为：∑i
 max (Ei,t - -E i,t,0) = ∑i

 max ( -E i,t - Ei,t,0) （17）
（二） 政策工具建模

本文在模型中纳入了碳排放双控、碳交易、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每类政策通过

不同机制和传导路径影响经济运行和碳排放。

1. 碳排放双控政策

本文以能耗双控的建模框架为基础，通过引入能源—碳排放转换系数将其转化为碳排放双控约束。

能耗双控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实施约束：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i
   Energyi,t ≤ - -- -- ----- --Energy

t∑i
   Energyi,t∑i

   Yi,t ≤ - -- -- ----- -- --Intensity
t

（18）

其中，Energyi，t是企业 i的能源消费，
- -- -- ----- --Energy

t
和

- -- -- ----- -- --Intensity
t
分别是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上限。假设能源消

费与碳排放存在稳定关系：Energyi，t = δiEi，t，δi是能源—碳转换系数。本文模型通过将约束条件中的

Energyi，t替换为Ei，t来反映碳排放双控政策约束。需要指出，该转换假设在能源结构快速变化（如清洁能

源占比大幅提高）时可能产生偏差，这构成本文模型的一个局限。能耗双控政策的约束通过拉格朗日乘

数λEt 和λIt影响企业决策。当存在约束时，这些乘数为正，相当于对能源消费征收隐性税，提高了高碳企

业生产的成本。

当存在双控政策约束时，企业面临的实际能源价格为：

PEnergyi,t = PEnergyt + λEt + λIt /∑i
 Yi,t （19）

其中，PEnergyt 是基础能源价格。可以看出，双控政策通过隐性提高能源价格，促使企业节约能源并提高

能效。

2. 碳交易政策

碳交易通过市场机制确定碳价，企业可在市场上买卖碳配额：

pct = f (Et - -E t,σE ) （20）
其中，

-E t是配额总量，σE是市场弹性参数。市场出清条件要求：

∫max(Ei,t - -E i,t,0)di = ∫max( -E i,t - Ei,t,0)di （21）
上式表明，配额需求总量等于配额供给总量。配额价格 pct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使上述条件满足。当

总排放量接近或超过配额总量时，碳价上升；反之则下降。

在理想情况下，碳交易能够实现给定减排目标下的成本最小化：

min ∑i
 MCabatei,t (ei,t ) （22）

其中，MCabatei，t 是企业 i的边际减排成本函数，ei，t是企业减排量。当实现均衡时，所有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

相等，等于碳价pct，这保证了减排资源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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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税政策

考虑中国尚未实施碳税，本文仅在反事实情景讨论其效果。碳税对所有碳排放征收统一税率：

T c
t = τtEt （23）

其中，τt是碳税率。碳税通过直接提高排放成本影响企业决策。

理论上，最优碳税应等于碳排放的边际社会损失：

τ*
t = MSCt （24）

其中，MSCt是碳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反映了每增加一单位碳排放对社会造成的环境损害。在本模型

中，MSCt由家庭效用函数中的环境损害项得出。

4. 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

可再生能源补贴通过降低清洁能源的有效价格，促进能源结构转型。设能源投入Mi，t由化石能源

MF
i，t和可再生能源MR

i，t组成，两者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通过CES函数复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使企业面临

的有效可再生能源价格降低：PR，effi，t = PRt - sRt。其中，PRt 为可再生能源市场价格，sRt 为单位补贴额。

5. 绿色金融政策

绿色金融通过降低低碳项目融资成本实现：

ri,t = rt (1 - si,t ) （25）
其中，si，t是利率补贴，与企业碳强度负相关：

si,t = s0 ⋅ max(0, 1 - Ei,t /Yi,t
- -----E Y

) （26）
其中，s0是基准补贴率，

- -----E Y是碳强度基准值。这一设计使得碳强度越低的企业获得的融资优惠越大，形

成了对低碳发展的激励机制。

从资本成本角度看，绿色金融政策改变了企业的资本成本结构：

WACCi,t = wdri,t (1 - τc ) + werei,t （27）
其中，WACCi，t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d和we分别是债务和权益的权重，τc是企业所得税率，rei，t是权益成

本。利率补贴通过降低债务成本 ri，t，减少了低碳企业的整体资本成本，提高了低碳投资的吸引力。

（三） 模型校准与求解

本文将贴现因子设为0.98；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σ取值1.5［13］ （P41-88）；劳动力供给弹性η设为0.8；环

境质量弹性μ参考已有研究的思路［14］ （P1-21）；环境效用权重设为0.2；资本份额α设为0.4［15］ （P61-101）。

根据本文测算，高碳企业排放强度 γ高碳设为 0.8，低碳企业排放强度 γ低碳设为 0.3，估计思路参照已有研

究［16］ （P445-455）；高碳企业排放弹性 θ高碳设为1.2，低碳企业排放弹性 θ低碳设为0.9，估计思路参照已有研

究［17］ （P439-456）。模型采用递归动态求解近似方法。

（四） 最优碳价

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社会最优碳价应等于碳排放的边际社会损害。家庭效用函数中包含环境

损害项ω E1 + μ
t1 + μ，对Et求导得到环境损害的边际效用：

∂U
∂Et = -ωEμt （28）

这表示增加一单位碳排放导致效用损失ωEμt。将这一边际损失转换为消费等价单位（即用多少消费

可以补偿这一损失），得到碳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

MSCt = ωEμt
λt

（29）
其中，λt = C-σ

t 是消费的边际效用。分子是环境损害的边际效用，分母是货币的边际效用，两者之比即为

环境损害的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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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庇古税原理，当外部性被完全内部化时，最优碳价应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由企业利润最大化的

一阶条件可知：

pc*t = ωEμt
λt

（30）
这一最优碳价表明，其随着排放量Et的增加而增加（因为μ > 0），反映了环境损害的边际递增特点。

同时，这一最优碳价与消费水平Ct正相关（因为λt = C-σ
t ），表明经济越发达，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支付意

愿越高。此外，它还取决于环境偏好参数ω，偏好越强，最优碳价越高。考虑到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长期

存留特性，需要计算排放的动态边际损害：

pc*t = ∑j = 0
∞  βj ∂Dt + j∂Et

1
λt + j

（31）
其中，

∂Dt + j∂Et 表示当期排放对未来各期环境损害的边际影响。上式表明，当期排放不仅造成当期损害，还

会通过碳积累影响未来环境质量，导致持续损害。最优碳价应等于所有这些未来损害的贴现和。这一

动态视角解释了二氧化碳的社会成本（即理论最优碳价）通常高于实际碳价的原因。

实际校准结果显示，对中国而言，2025年的理论最优碳价约为145元/吨，2030年将上升至200元/吨

左右。这表明，随着碳排放累积，环境边际损害持续增加。

（五） 多政策工具组合的最优性分析

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单一政策工具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根据丁伯根法则，达成N个独立的

政策目标需要至少N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对“双碳”政策而言，既要实现减排目标，又要维持经济增长，

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本文先分析单一碳价政策的局限性。假设只实施碳税 τt，由企业利润最大

化的一阶条件，对于资本和劳动力：

∂Π i,t∂Ki,t = αPt Yi,tKi,t - rt = 0， ∂Π i,t∂Li,t = βPt Yi,tLi,t - Wt = 0 （32）
对于能源：

∂Π i,t∂Mi,t
= (1 - α - β )Pt

Yi,t
Mi,t

- PMt - τt (1 - ζi,t )γiθiM θi - 1
i,t = 0 （33）

碳税 τt通过提高能源投入的边际成本影响企业生产和减排决策，但同时也造成产出损失。当面临

多重市场失灵时，单一碳定价政策难以同时实现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在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的

情况下，低碳技术创新的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单一碳定价政策无法解决这一外部性问题。引入多政

策工具组合可以克服这一局限。例如，同时实施碳税和绿色金融政策，政策组合为 (τt，st )，其中τt是碳税

率，st是绿色金融补贴率。由此，最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 (τt,st )
  ∫0

∞  e-ρt [U (Ct,Lt,Et ) ] dt （34）
s.t. Et ≤ -E t (碳排放约束)
   Yt ≥ -Y t (经济增长约束)

其中，ρ是社会贴现率，
-E t和

-Y t分别是排放上限和产出下限。

通过求解该最优控制问题，可以证明最优政策组合为：

ì
í
î

ïï

ïïïï

τ*
t = MSCt
s*
t = κ

rt
(γ高碳 - γ低碳 ) pc*t （35）

其中，τ*
t 是最优碳税率，s*

t 是最优绿色金融补贴率，MSCt是边际社会成本，κ是调整参数，反映了高低碳企

业的替代弹性，取值范围为（0，1），本文设定为0.3。这一最优政策组合表明，碳税 τ*
t 主要解决环境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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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其最优值等于碳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绿色金融补贴 s*
t 主要解决结构转型问题，促进资源从高

碳部门向低碳部门流动。补贴率与高低碳企业的排放强度差异 (γ高碳 - γ低碳 )成正比，表明排放差异越

大，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必要性越大。同时，补贴率还与碳价正相关，反映了碳减排紧迫性对结构调整的

影响。

进一步地，引入技术创新，最优政策组合将扩展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τ*
t = MSCt
s*
t = κ

rt ( )γ高碳 - γ低碳 pc*t

sR&D
t = ν ⋅ Spillovert

（36）

其中，sR&D
t 是研发补贴率，Spillovert是技术溢出效应大小，ν是调整参数。研发补贴解决了技术创新的正

外部性问题，促进低碳技术进步。

上述推导表明，在存在多重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针对每类市场失灵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避免

单一工具的效率损失，实现更优的减排和增长平衡。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支持了中国采用多元政策组合

的做法。

四、模拟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通过多种政策情景设计，比较不同情景下的减排效果、经济成本和福利影响，量化评估不同

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一） 政策情景设计

本文设计了四种政策情景：

1.基准情景（BAU）。假设不实施额外碳政策，仅维持现有政策强度。这一情景作为对照组，用于评

估各类政策的增量效果。该情景下，GDP增长（年均5%），能源强度下降（年均2.5%），能源结构改善（非

化石能源占比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2030 年排放量预计比 2021 年增加约

21%，达到约121亿吨二氧化碳（设定2021年为100亿吨，该值为相对值）。

2.单一碳价情景。在基准情景基础上，仅实施碳定价政策，假设碳价从2021年的50元/吨逐步上升

至2030年的200元/吨。碳价路径遵循线性上升趋势，体现了减排力度的逐步加强。该情景旨在评估单

一价格工具的减排效果和经济影响。

3.双工具情景。碳价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在单一碳价基础上，增加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补贴

力度从2021年0.1元/千瓦时逐步降至2030年的0.03元/千瓦时，体现了补贴退坡和市场化转型趋势。

4.多工具情景。多工具情景为“碳价+可再生能源补贴+绿色金融+其他产业政策”。在双工具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绿色金融支持（贷款利率下浮30%）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高碳产业投资约束，设定年投

资增速上限为GDP增速的60%）。该情景代表了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组合，也最接近中国当前的政策

实践。

（二） 均衡路径模拟

表1模拟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碳排放将持续上升至2030年，无法实现碳达峰目标；单一碳价情景

可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双工具情景可提前至2026年达峰；在多工具情景的模拟结果中，碳排放于2025

年达到峰值。在基准情景下，由于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上升，碳排放呈持续增长趋势，2030年排放量比

2021年增加约21%。这一路径明显偏离了碳达峰目标要求，显示了政策干预的必要性。上述结果表明，

虽然碳价是减排的核心工具，但单独使用可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减排。

双工具情景通过组合碳价和可再生能源补贴，形成了减排的“推拉”机制，将达峰时间提前至 2026

年，峰值排放约106亿吨二氧化碳（相对于2021年100亿吨的基准）。可再生能源补贴显著提高了清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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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竞争力，加速了能源结构调整。模拟结果显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在双工具情景下比单一碳价情

景高约4个百分点，这一结构变化是提前达峰的重要原因。这表明，在解决能源转型这一关键环节时，针

对性支持政策比一般性价格信号更为有效。多工具政策情景将达峰时间进一步提前至2025年，峰值排

放约102亿吨二氧化碳。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加速了低碳技术应用和产业转型；产业政策

则通过抑制高碳产业扩张，优化了经济结构。这些政策与碳价、补贴形成了协同效应，实现了减排与转

型的良性互动。多工具情景下的排放路径特点是“早峰低峰”，不仅提前达峰，峰值水平也更低，为后续

深度减排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2比较了四种政策情景下的经济增长表现。与基准情景相比，2030年单一碳价情景GDP损失约

1.23%；双工具情景GDP损失约0.84%；多工具情景GDP损失最小，仅为0.52%，表明多元政策组合能够

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成本。值得注意的是，GDP损失呈现先高后低的动态趋势，即

初期损失较大，随后逐渐收敛，这反映了经济对碳价冲击的适应过程。双工具情景的GDP损失显著低于

单一碳价情景，表明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碳价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可再生能源补贴降低了清

洁能源的有效价格，带动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从而在抑制碳排放的同时缓解了因碳价上升导致的能源

成本压力。多工具情景的GDP损失最小，表明全方位的政策组合更有助于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取得

更优的经济增长表现，即实现更佳的减排与增长平衡。

从动态角度看，多工具情景下的GDP增长呈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性。在政策实施初期（2021-

2023年），各情景的GDP差异较小；随着政策力度加大（2024-2027年），差异逐渐显现；而在后期（2028-

2030年），多工具情景的GDP增长表现更好。这一动态特征表明，虽然短期内减排政策可能带来一定经

济成本，但通过优化政策组合，中长期内可以实现减排与增长的平衡，甚至在培育新产业、推动技术创新

方面获得增长优势。

（三） 福利分析

通过计算消费等价变化（CEV）评估不同政策情景的福利效应：

CEV = ( Up - UBAU
NC

U BAU
C )

1
1 - σ - 1 （37）

其中，Up是政策情景 p下的社会福利，UBAU
C 、UBAU

NC 分别是基准情景下消费效用和非消费效用（劳动负效用

与环境损害）的贴现值，σ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决定了效用差异向消费等价比例的转换关系。CEV表

表1　不同政策情景下碳排放变化（2021-2030）

政策情景

基准情景（BAU）

单一碳价情景

双工具情景

多工具情景

2021年

（基准=100）

100

100

100

100

2025年

110

107

105

102

2030年

121

106

103

99

碳达峰时间

未达峰

2028年

2026年

2025年

峰值排放量（亿

吨二氧化碳）

-

109

106

102

表2　不同政策情景下GDP增长变化（2021-2030）

政策情景

基准情景（BAU）

单一碳价情景

双工具情景

多工具情景

2021年

（基准=100）

100

100

100

100

2025年

121.6

119.4

119.6

119.8

2030年

155.1

153.2

153.8

154.3

GDP损失

-

-1.23%

-0.84%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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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了达到政策情景p的福利水平，基准情景下的消费需要永久增加的比例。

表3福利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政策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均带来福利改善，这表明减排政策的环境收

益超过了经济成本。单一碳价情景的福利提升为 1.5%，双工具情景为 3.2%，多工具情景最高，达到

4.1%。这一结果证实了多元化政策组合的福利优势。

从减排成本看，多工具情景表现出明显的成本优势。边际减排成本从单一碳价情景的285元/吨二

氧化碳下降到多工具情景的186元/吨二氧化碳。这一成本下降主要得益于政策协同效应和结构优化效

应。一方面，多元政策形成合力，共同突破减排瓶颈，避免了单一政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通过优化经

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实现了从高成本减排路径向低成本减排路径的转变。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多工具

情景还具有更强的可行性和接受度。与单一高碳价相比，多元政策组合对经济冲击较小，行业影响更为

均衡，社会阻力更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模型未考虑区域异质性，包含这一因素的多元政策组合在可

行性方面的优势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本文对关键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当环境偏好参数ω变化时，虽然各情景的绝对福利水平会发

生变化，但多工具情景的相对优势保持不变。同样，当考虑不同的社会贴现率时，政策排序也保持一致。

这表明，无论决策者如何权衡当前与未来、经济与环境，多元化政策组合均是优于单一政策的选择。敏

感性分析表明，尽管参数取值变化影响各政策组合的绝对效果，但不同政策组合的相对优势排序保持稳

健。例如，较高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σ=2.0）意味着家庭更倾向于平滑消费路径，经济对碳政策冲击的

动态调整能力减弱，所有政策组合的GDP损失均增加，边际减排成本上升。相比单一碳价情景，多工具

情景在不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下都保持更小的GDP损失，展现了多元政策组合的稳健调节优势。

五、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碳排放的全球性特征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将模型扩展至开放经济框架，纳入国际碳市场互

动和碳泄漏效应。在开放经济模型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互动，产品市场和碳市场均存在国

际联系。一方面，碳政策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一国的减排努力可能通过贸易

渠道导致排放转移到其他国家，形成碳泄漏。

碳泄漏效应可表示为：

Eglobal = Edomestic + ξ (EBAU - Edomestic ) （38）
其中，Eglobal是经碳泄漏调整后的有效排放水平，Edomestic是国内排放量，EBAU是无政策情景下的国内排放

量。这里 ξ表示碳泄漏系数，取值介于0和1之间，ξ = 0表示没有碳泄漏，ξ = 1表示完全碳泄漏（国内减

排量完全被国外排放增加所抵消）。参考相关研究的思路［18］ （P29-39），并结合中国实际，模型中设定不

同行业的碳泄漏敏感度存在显著差异：能源密集型贸易行业（钢铁、水泥、铝业）的碳泄漏系数初始值为

0.39；服务业及内向型行业为0.08；其他行业平均为0.22。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通过改变进口产品

的相对价格影响碳泄漏，设定CBAM的效力参数为0.75，表示其能够覆盖75%的进口产品碳含量。国际

合作情景设计包括四种水平：（1）低合作情景：各国碳价差异大（设模拟初始期2025年中国碳价为70元/

吨，欧盟为100欧元/吨），CBAM覆盖率高（65%）；（2）部分合作情景：区域内协调（中国—东盟碳价差异

表3　不同政策情景的福利效应与边际减排成本

政策情景

基准情景

单一碳价

双工具情景

多工具情景

福利变化（CEV， %）

-

1.5

3.2

4.1

边际减排成本（元/吨二氧化碳）

-

285

232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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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至30%，欧盟内差异小于15%），部分碳市场连接（连接效率参数为0.4）；（3）高合作情景：主要经济

体碳价差异缩小至40%，碳市场互联互通（连接效率参数为0.7）；（4）全球合作情景：全球碳价差异低于

25%，全球碳市场一体化（连接效率参数为0.9）。

表4模拟结果显示，在无国际协调的情况下，碳泄漏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2026年的22.9%增长

至2030年的24.7%。这一结果反映了随着中国碳政策力度加大，产业转移和碳密集型产品进口替代效

应逐渐增强。CBAM实施后，碳泄漏率显著下降，从 2026年的 12.1%降至 2030年的 5.9%，表明CBAM

能有效减少排放转移。从行业差异看，能源密集型贸易行业（钢铁、水泥、铝业）的碳泄漏风险显著高于

平均水平，无CBAM情况下2030年达到39.8%。CBAM实施后，此类行业泄漏率大幅下降至9.2%，表明

CBAM 对高风险行业尤为有效。此外，中国通过与国际碳市场互联互通，边际减排成本降低幅度

（29.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3.1%），反映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减排边际成本的显著差异。这支持了关

于异质性经济体碳市场连接的理论研究结果［19］ （P2-24），即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越大，碳市场连接带来的

效率提升越显著。

由此，本文认为，鉴于碳排放的全球性特征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中国的碳政策设计需要在立足

国内实际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表5显示，国际合作水平与中国减排政策效果强相关。在全球合作情景下，中国边际减排成本较低

合作情景大幅降低，碳泄漏问题几乎消除，同时显著提升出口竞争力（以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倒数表征，

基准情景设为100）。中国在不同情景下的最优政策组合也有显著差异：低合作情景下，应加强产业竞争

力保障与碳边境调节措施；高合作情景下，应加大碳价信号传导与市场机制作用。这一结果体现了气候

政策的博弈特征，即国内政策选择与国际战略环境相互影响。从战略互动角度看，中国应主动推动国际

气候合作，同时保持政策灵活性，根据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调整国内政策力度。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含异质性企业和环境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十四五”期间“双碳”政策进行

了系统评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 多政策工具组合能够以更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同时提高社会福

利。模拟结果表明，相比单一碳价政策，多工具政策组合的边际减排成本显著降低，福利进一步改善。

这源于不同政策工具的互补性：碳定价机制构成减排的核心价格信号，可再生能源补贴加速能源结构低

表4　国际碳市场互动模拟结果（%）

指标

碳泄漏率（无国际协调）

碳泄漏率（实施CBAM）

能源密集型贸易行业泄漏率（无CBAM）

能源密集型贸易行业泄漏率（有CBAM）

服务业及内向型行业泄漏率

碳市场互联互通边际减排成本降幅（全球）

碳市场互联互通边际减排成本降幅（中国）

2025年

22.0

22.0

39.0

39.0

8.0

19.2

24.8

2026年

22.9

12.1

39.1

18.0

8.3

20.4

26.0

2027年

23.5

9.0

39.2

13.8

8.6

21.3

27.1

2028年

24.0

7.5

39.4

11.4

8.7

22.1

28.0

2029年

24.3

6.6

39.6

10.0

8.8

22.7

28.6

2030年

24.7

5.9

39.8

9.2

8.9

23.1

29.2

表5　不同国际合作情景下中国碳政策效果（2030年）

指标

碳泄漏率（%）

多工具边际减排成本（元/吨）

中国出口竞争力指数

低合作情景

24.7

186

93.6

部分合作情景

17.5

158

96.8

高合作情景

8.0

131

99.5

全球合作情景

2.1

110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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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绿色金融政策引导资本向低碳领域配置，产业政策则约束高碳产能扩张并推动结构优化。多元政

策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减排过程中的多重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实现了减排与增长。2. 碳价机制有待强

化。目前，中国碳市场价格相对于理论最优碳价仍然偏低，激励作用有限。这意味着碳排放的边际社会

损害尚未被充分内部化。而长效减排机制的建立需要稳定、可预期且具有足够强度的碳价信号，这是当

前政策体系的短板。3. 能源密集型贸易行业面临较高的碳泄漏风险，显著高于服务业。实施碳边境调

节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排放转移，实现国际碳市场互联互通可使中国的边际减排成本显著下降。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碳市场建设，强化价格信号作用。当前中国碳市场覆盖范围有限，配额分配以免费为主，

价格信号作用不足。需要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逐步过渡到配额拍卖制度，建立碳价下限机制。一是逐

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尽快将更多高排放行业纳入，提高市场覆盖面；二是逐步提高拍卖比例，从免费分

配向有偿使用过渡，增强价格信号；三是建立碳价稳定机制，设定价格下限，防止价格过低削弱减排激

励；四是完善交易规则，引入做市商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使碳价能更灵敏、真实地反映边际减排成本。

第二，构建多元政策协同框架，优化政策组合。构建以碳价为核心，辅以差异化支持政策的多元政

策体系，强化政策协同。研究表明，多元化政策组合具有显著的成本和福利优势。未来政策设计应以碳

价为“核心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和减排阶段，设计差异化

的支持政策。例如，对技术成熟但经济性不足的领域（如可再生能源），采用竞价补贴促进规模化；对技

术尚不成熟的前沿领域（如氢能、储能），加大研发支持力度；对转型困难但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行业，提

供转型基金和技术支持。此外，建立“双碳”政策协同评估指标体系，定期评估政策组合效果；构建跨部

门协调平台，降低政策协调成本；开发政策模拟工具，对政策组合进行事前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

政策组合。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碳市场国际互联互通，减少碳泄漏风险，促进全球减排合作。研究表明，

在全球化背景下，单边气候政策面临碳泄漏挑战，影响政策有效性。应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合作，在多层

次开展行动：双边层面，与主要贸易伙伴开展碳市场合作，探索碳市场互联互通路径；区域层面，推动“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排能力；全球层面，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

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同时，应防范碳泄漏风险，研究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设计与应对，保护国内产业

竞争力；推动国际技术合作，促进低碳技术转让和联合研发，降低全球边际减排成本；参与国际绿色金融

标准制定，加快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引导全球资本流向低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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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 For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in China's "Dual Carbon" Goal Policy

Li P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y establish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overing policies such as dual control over the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emission rights trading,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and 

green fina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synergistic roles of various policies. The re‐

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to a single carbon pricing policy, the multi-tool policy mix significantly reduces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 and further improves welfare, which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synergy in China's "car‐

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policy system. This advantage stems from the complementarity of differ‐

ent policy tool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s provide basic incentiv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 renewable ener‐

gy subsidi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green finance policies optimize resource allo‐

c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drive structural adjustments, which can jointly address multiple market failures 

i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current carbon price is below the theoretical optimal level, 

disadvantageous to the formation of a long-term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 Furthe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carbon policies should transcend a purely domestic perspective and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

ered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roducing cross-border carbon adjustment mechanisms, and promoting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arbon markets, 

policy effectiveness can be enhanced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 reduced.

Key words "Dual carbon" goal; synergistic effects; dual control over the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car‐

bon emission;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gree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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